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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接受革命思想

中国共产党一贯十分关心少数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党
成立不久，就在内蒙古地区开展革命活动。

一九二四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及革命思想开始传
播到内蒙古。部分蒙古族先进分子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驻
在包头一带的冯玉祥队伍中,就有不少共产党员。冯玉祥与其
他军阀相比，具有一定的抗日爱国思想，他的部队的臂章上写
着：“不扰民真爱民。”

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我在包头马王庙小学读书，后
来又上包头县二中。有一个名叫李长儒的教员，经常给我们介
绍一些革命书刊，我便订阅了鲁讯、郭沫若的一些革命著作和
其他一些进步书刊。这位教师还经常给我们讲些革始道理，那
些革命道理当时我虽然不全理解, 但是我的心扉里开始接受
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一九二八年,我考入缓远第一师范。师
范有个教员叫张光远,他是共产党员,经常给我们讲无产阶级
革命道理,介绍十月革命经验,使我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可那时我一心求学,并未想要投身革命运动。一九三○年考入
北京市第一中学,一九三三年考入北京师大附中,仍然想一心
读书。

一九三三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虽然主观上还是想
安心学习,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炮声打破了我“读书救国”的
梦。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长驱直入,由东北进入华北,妄
图侵占全中国,而国民党一直采取不抵抗政策,实行“攘外必先
安内”,在在国内疯狂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一九三五年八月
日,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
书》。同年十二月九日,在党的领导下,北京学生举行抗日救国
大示威,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
号。这时我不能安心读书了, 积极参加到学生运动的洪流中
去。第二年夏天,我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
队”,任总队部秘书。学校放假,我们也不回家,集体露营,组织演
讲会、报告会、座谈讨论会,宣传抗日道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六年冬,我被吸收入党,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正式转正。

当时,党组织通过各学校学生会领导学生运动。在党的领
导下,北京成立学联,声势很大。国民党为了对抗抗日救亡运
动,另成立了一个伪学联。共产党领导的学联被称为旧学联,国
民党领导的学联反而被称为新学联。在抗日与反抗日问题上,
展开尖锐斗争。一九三六年发生双二事变,张学良、杨虎成将
军抓了蒋介石,两派学生的斗争更加激烈。我们管新学联的人
叫“老法”(意即法西斯)。记得有一天晚上,将一个“老法”抬起
来扔到校园小河内,搞得他很狼狈。一九三七年新旧学联谈判,
我做为旧学联代表谈判,曾和新学联谈判代表陶希圣(某大学
教授)面对面谈判过。

“一二·九”运动之后,十二月十六日这一天,清华大学全体
学生进城进行示威游行。我们赶了二十里路,一大早就到了城
墙脚下,可宋哲元部队将西城所有城门紧闭,我们就到西便门,
硬是前推后将城门扛开。大铁门扛开了, 前面不少学生受了
伤。但在那抗日洪流中,人人感到义愤填膺,要求国民党政府抗
日,就是做出牺牲,学生们也是心甘情愿的。一九三七年二、三
月间,清华刚开学,国民党宪兵,保安队和宋哲元部队几千人围
住清华,开始抓人。抗日救国何罪之有?同学们无比愤慨,奋不
顾身,从大门口沖出去,砸了国民党八辆卡车,救出蒋南翔等同
学。国民党队伍在校门口架起一整溜机关枪,学生们肩并肩,臂
挽臂,排成大队进了校门,他们没敢开枪。到了傍晚,同学们在
校园围墙上架设了电网。学校领导怕我们吃亏, 就劝我们撤
开。可大家决心不散,后来,近千人转移到校内体育馆里。夜间
三点,国民党部队发现了我们,一面用刀背在人群中乱砍,一面
朝天开枪,最后抓走几十人。但是武装镇压并不能扑灭抗日救
亡的革命烈火,在党的领导下,学生运动如火如茶开展起来。严
酷的斗争实践使我们认识到: 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抗日救亡
运动夺取胜利。我也决心投身革命,并打算到延安去。

一九三七年七月我毕业了, 党组织准备分配我到唐山开滦
煤矿做工人工作。其时,傅作义派人到清华大学请毕业生,我是
内蒙人,党组织趁机分配我到绥远。七月十五日,我从北京出发
到缓远报到。与傅作义面谈后,让我搞统计工作。但日军已进
入察哈尔,傅作义上前线作战,我便在归绥工科职业学校、女师
任教。

任包头县县长的背景

清华毕业时,党组织曾确定把组织关系转到绥远,可是直
到一九三八年,关系还没有转来。当一个人走上革命道路的时
候，失掉组织关系是十分痛苦的,我决定到延安找党去。当年
二、三月间,我到了榆林,在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负责人巩逢春
同志，说明要求恢复党的关系这一意图。现逢春同志知道党正
需要派人到内蒙参加地下党活动。如果我到延安一越,找到了
党的关系,身份就会显露,不便开展地下活动。于是他建议我别
去延安,仍然返回内蒙,他说:“回内蒙后党组织会发现你,你也
会找到党组织的。”可我当时还是想去延安。过了几天,我见到
了曾三同志(建国后曾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他是自卫军从一二
O 师请来的。曾三同志的意见和巩逢春的意见完全一致,于是
我就暂时参加了驻榆林的蒙旗宣慰使署工作,总管是云祥。住
了几天,云祥派殷石林和我回大树湾找伪军满纳生反正。可当
我们来到大树湾附近后,满纳生已被日军调往河东缴械。我便

又返回榆林,住了一些日子,于ー九三八年七月,我就随绥西专
员陈应道到了河套，任专员公署视察员。不久,找到了党的组
织。九月又重新入党,十ー月,任我地下党五原县委委员。

一九三九年春,傅作义到了后套,后套曾经一度抗日气氛
很浓厚,很有生气,但持续不久便发生了变化。三九年夏,国民
党派大特务张宜鼎任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国民党正发动第
一次反共高潮。张宜鼎到后套后,特务活动加强了,暗中侦察党
的活动。我们党为了继续领导群众坚持抗战,指示我们要尽可
能掌握国民党的一些实权。而国民党政府为了统治当地人民,
要找当地人包头县县长。我是当地人,傳作义便让我任包头县
县长。特委打算把伊盟和大背山连结起来,支援大青山革命根
据地,于是给我们组织了一个班子,同意由我任包头县县长,掌
握国民党包头县政府的实权,更便于开展地下活动。可是国民
党省党部书记长张瑕民反对我去, 于是在我和傅作义之间进
行离间。我对傅作义说:“抗战人人有责,包头是我的家乡,我愿
意到那里工作。”张瑕民的离间没起作用,我还是当了包头县
县长。可是傅作义既不给枪支弹药,又不给经费。我和胡庆云、
薛巨民三个党员领着几个人来到包头县, 县政府设在蒲圪ト
村(现乌兰公社)。虽然当时条件很差,可我们有三个党员,就感
到信心百倍，感到有一个钢铁般的坚强堡垒。

党在包头县的地下活动

（一）包头县的基本情况
包头县有四个区,一、二区在黄河北岸,被日军占领。三区

也在黄河北岸，四区在达拉特旗。管辖范围东至哈什拉川,西
至杭锦后旗边缘,三、四两个区是抗日前线。县政府共有三十
九个人(包括士兵),其中有六个共产党员。

包头县四区驻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只有中央军骑七师,师长
是门秉岳。其余都是杂牌军,一是从榆林来的邬青云(即邬四
儿)、段保山,各有一团人马。二是自卫军司令刘孝先,师副韩相
甫,下属三个团:五团团长昌景端;六团团长冯二黑眼;七团团长
贾大嘴。三是王永清部独立旅,驻呼斯梁王油坊。这个旅有三
个团,有一个团长是张奔楼,其他我记不清了。四是新三师(独
立编制),与我们党有联系,师长白海峰,驻新民堡附近。其中有
个团长叫朱实夫。五是八十ー一军马鸿宾的一个师,师长是马
腾蛟,也驻新民堡附近。

(二)成立包头县委
一九四 O 年春,伊盟工委通知成立共产党包头县委。书记

是李秉清。组织委员是张子刚。我任宣传委员。还有三个党员,
胡庆云任保安队队长,薛巨民分管生活、总务,罗文华办教育。
接到通知后我们在刘根渠召开了县委成立会，成立县委只有
李秉消、张子刚和我知道,没有告诉其他几个党员,目的是搞好
保密工作。

李秉清同志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校长,主要负责发展党的工
作。地下党活动搞单线联系,到底与达拉特旗东部原有的党员
是否接通关系,我还不清楚,因与李秉清同志有两个月没见面。
我只知道西部五大仓折五ー是个党员,也是个联络点,但始终
没有联系上。还有一个马二与党有联系,估计他不是党员。总
的来关说发展党员不多。县委和工委的联系是畅通的,工委设
在乌素加汗,李秉清曾到工委江报过工作。

(三)包头县委的主要工作
包头县委主要工作任务是针对国民党的投降、分裂、倒退

政策,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斗争策略上,采取以革命的两手对
待反革命的两手。我们党派到包头县的党员都是进行地下活
动的,但又有公开合法的身份。在包头,我们党掌握和领导了国
民党县政府。包头县委还有一项任务是联系大青山革命根据
地,但当时包头县委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多。

1、坚决执行、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反对日本帝国

主义的侵略政策。宣传抗日、坚持抗日是我们党在包头县委的
首要任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下,国民党的人由于升
官发财的愿望不能满足,他们垂头丧气,悲观失望。而共产党人
由于有远大的革命理想, 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对抗日的
必胜信念，相信能够动员民众一致抗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
侵略。因为我们党掌握和领导了国民党包头县委的政权,我们
能以公开的合法身份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虽然国民党搞“溶
共”,但阶级矛盾居于第二位,我们可以公开宣传抗日,动员民
众参加抗战。一九四 O 年,我在党的指示下,以县长名义发表
了《告同胞书》，主要内容是团结民众,一致抗日。我们党的抗
日宣传和抗日主张对提高人民的抗日，对长人民的志气,灭敌
人威风起了很大作用。

2、贯物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由于包头县委实质上掌握和领导了国民党包头县政府的

政权，我们党更有利于团结国民党军队进行抗日。在包头县第
四区内,除中央军骑七师外,都是国民党杂牌军。这些部队不仅
组织纪律松驰,而且缺乏战斗力,简直不堪一击。我们在抗日前
线,更要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这些部
队能够接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鼓舞他们的士气,稳定军心,增
强战斗力。当时,我就到各部队进行拜访,进行抗日宣传。在冯
二黑眼部队中,我为了接近冯二黑眼,也学着和他抽大烟,以便
融洽气氛,宣传抗日思想。尽管国民党部队溃不成军,而且搞

“溶共”,“限共”,但通过宣传,还是能起一定作用
3,保护人民利益,坚持党的民族政策
那时候,傅作义不给包头县政府任何经费,生活上确实很

困难。有些国民党士兵敲诈老百姓,在民众中造成极坏影响。
我们是共产党入,参加革命就是为了广大劳苦大众。因此,县政
府宁肯没钱花,也不向老百姓勒索。县政府只向从宁夏来的骆
驼队收些税,买些白市布用灰颜料和草木灰染得穿。县政府缺
乏粮草,团结了自卫军五团团长吕景端,得到较大支持。我们也
到巴盟购运少量粮食和枪支弹药。当时最大的困难是部队缺
少粮草。

尽管我们面临许多困难,但我们始终发扬艰苦扑素的优良
传统和作风。特别是十分注意保护民众利益,执行党的民族政
策。记得有一陈子县政府粮食很紧缺,住房也很紧张,秘书王少
周提出要到恩格贝暂时投靠日军的蒙古队伍小头目补龙巴雅
尔,从那里拉些粮食,要拆了召庙,利用砖瓦、木料盖房子。我们
坚决不同意, 因为这样搞必然伤害蒙古人民的利益和感情,必
然会破坏民族团结;在民众中造成不良影响。这怎么能团结民
众一致抗日呢?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惹恼了王秘书,由于意见分
歧,王秘书干脆不辞而别去了后套。这个人原和我的私人关系
不错,而且上过大学,有文化,失去他是有点可借,但我们维护了
蒙古民族的利益，没有在民众中造成恶劣影响,心里感到很踏
实。

教训和经验

那时候,我们一些党员缺乏经验,没有经过尖锐的阶级斗
争锻炼,在平时没有严格执行保密制度,保密工作做得不严。早
在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专员陈应道就曾说我是水红色的,加之
我们的言行本身和国民党有区别,所以国民党对我有怀疑。

一九四○年我从包头到后套,特委书记刘日升约我在五原
城东见面,结果地点找错了,错过时间,没有接上头。我到临河
后,又约好在临河城南赵××那里见面,赵××正好离我姐姐
家很近,我就以探亲名义去了城南,先到赵××那儿通知我已
到了我姐姐家,然后刘日升到我姐姐家谈了一次。本来,从保密
原则讲是不应发生横的关系,我属于伊盟工委领导,刘日升属
于河套特委领导,这是很容易暴露的。那时后套李元超的特务
到处都有,我们稍不慎就会被发现。果然,一九四 O 年冬河套
一些地下党组织被暴露,遭到国民党的破坏。五原县委委员李
模同志专程来通风,要我们提高警楊,加强保密工作,争取隐蔽
下来。并且告诉我们;赵××叛变了,临河游击队的枪支就是他
叛变后被国民党挖走的。同时把我也供出去了。于是我们包头
县委研究如何隐蔽下来。一九四 O 年冬天,傅作义的省政府要
成立合作管理处，要我到陕坝当处长。我听说要我去是张環明
的主意,我知道这个人不怀好意,就没有去。

一九四一年三月初,傅作义让伊盟游击区司令苏开元逮捕
我，苏开元是单线联系的党员(建国后我才知道),他也不明白
我的政治面目,也不知我发生了什么问题,反正疑疑惑惑总感
到傅作义要我到后套,这里有蹊跷。晚上他和我漫谈,问我:“你
在后套得罪了什么人?这个县长怎么当的?有人要你那个缺。”
看来,这是有意给我走露风声,但没有说穿。同时他又不把我押
到傅作义那里。这就说明,我的身份的确暴露了,这一带再也不
能呆下去了。我的身份暴露尽管也有其他因素,但是缺乏斗争
经验,保密工作不严是关键。

走向延安

苏开元在石畔坡(现在东胜泊江海公社)。他没抓我,我知
道他是有意给我通风,让我走脱。于是我迅速离开那里,到苦汁
沟(现在抗锦旗塔拉公社)。途中,我给县委张子刚同志写了信,
信中语言隐晦,只有他能懂得,因为自打李模通风后,我俩就议
论过,我一说他自然明白了。我告诉他决定不去陕坝,要求组织
人马到工委去。当时人员分散,一时集合不齐。时间紧迫,不得
延误,两三天内集合了十几个人,就到了格丁盖(现在杭旗塔拉
沟公社)。

这是一九四一年早春。这一天黄风四起,飞沙走石,天地连
成一片,连个村庄也找不到。后来听到狗咬,才寻声找到一个村
庄。

我的亲友在塔拉沟,我一说名字,这里的老乡便知道了。但
他们见我们的服装和子弹袋不一样,就向西军报告了(西军是
马鸿宾部队)。第二天早上,西军来了几个人,一看我们人多,又
有武装,不敢接近,站在山坡上询问。我们大大方方走过去,拿
出护照让他们看。他们发现我们的人马枪支和包头县政府两
次开发的护照上的的数目不一样,也产生了怀疑。当时虽然走
了,上午就来了一个连,把我们的住房包围起来。我们很镇定,
端来枪决心干到底,过了一会儿,我们派出胡庆云交涉,告诉他
们我们是率傅作义命令前去后套的。他们便要名片,后来我们
就就说“名片全给你们,我们怎么到后套见傅作义,误了大事谁
负责任?”这话很起作用,连长进来给我们道了款,他们便撤退
了，不再缠绕我们。

当时我感冒了,发烧。只好住了一天。第二天一早,我们就
出发了,经桃力民北边乌素加汗,直奔木肯萍,一天一夜行程二
百二十里。到木肯淖后,我们向工委做了汇报。三月十二日,党
组织决定让我离开包头到延安。途中薛巨民叛变逃跑。我根据
党组织指示要到延安,一些士兵因不愿离开家乡又返回来了。
张子刚接到我的信后除组织人马随我走以外, 又找到李秉清
谈明情况,从另一条路回到延安。（摘自《继往开来》）

姻乔培新忆述 韩雄江整理

回忆我在包头县委的工作前后


